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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与俗的位移 

——论苏州城市文化形象 

金钰
1
 

【摘 要】：城市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间的深刻勾连是城市区域文学研究的基础。作为“城市”的区域文学

既受到区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参与到城市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二者彼此影响彼此成就。本文以苏州为例，在

廓清苏州城市文化历史渊源与丰富面相的基础上，即阐释苏州城市区域文化形态的同时，进一步探究“苏州”作为

“城市”的区域文学品格与风貌。 

【关键词】：苏州 城市 区域文化 历史生成 

城市与文化的关联似乎是天然缔结的。每座城市的文化发展不仅烙印了历史的轨迹，也暗示着现在的态势与未来的走向。

本·哈莫认为：“废墟、遗址与城市建筑显示了过去对现在不断产生影响的环境……由于废墟是过去的碎片，是凌乱地充斥着现

在的物质残骸，它使城市文化的现实昭然若揭，在此，过去萦绕着现在，恰如精神分析学致力于揭示过去作用于现在生活所产生

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城市都被萦绕着，他们是过去生活、过去城市的灵魂和积淀。”当然，过去城市的“灵魂”，

不仅包含了遗址与废墟等物质性实体，更内蕴了精神意象和价值符号等象征性经验，而文学正是最具代表性的“想象城市”的

方式。因此，在梳理城市文化的历史生成后，作为“城市”的区域文学品格与风貌也自然显现出大致的轮廓。 

一、商业都会的历史发展 

苏州的城市雏形为公元前 561 年建立的阖闾大城，设计者为吴国的名相伍子胥。阖闾大城的建造一方面是出于军事防御的

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有效吸纳越族的原住民，实现双赢的政治效果。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可大致还原阖闾大城的原貌：

“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陆门八，其二有楼……阖闾城外有郭，城内有小城。”周元王三年，越灭吴，阖闾城荒

废。周显王三十五年，楚又灭越。周赧王五十三年，楚国以“江东”地封春申君。春申君在阖闾城的废墟上，重建城池，并有所

扩展。 

汉朝司马迁南游至此，谓：“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城内生活的人们充分利用江南平原和毗邻太湖的地

理优势，积极生产农作物、捕获水产品。统治者也在此基础上开设进行交换的集市，并设置“市吏”一职专门管理市场的事务。

整个城市表现出对生产生活的热爱与重视，为苏州日后高度自由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吴王阖闾的励精图治与伍子胥等

人才的出谋划策下，吴国称雄于东南，苏州也由此迎来了第一个高光时刻，也是历史上唯一成为国都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伴

随着“卧薪尝胆”的故事，吴国走向末路。 

在以后的几百年发展中，苏州虽未重现往昔的辉煌，却也幸运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因朝代更迭带来的战争、灾难与伤痛。隋

朝时期，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为苏州城市的发展点燃引擎。对于全国来说，便利的交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尤其扩大了商

品贸易市场。而对于处在南运河中段的苏州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机遇，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苏州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

按下了“快进键”。唐朝以来，苏州发展势头更为迅猛，杜牧、刘禹锡、白居易等诗人均在诗中提及苏州，赞美其繁华景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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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在编撰《吴郡志》时，更认为苏州的整体发展在该时期当属江南首位，“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 

到了宋代，宋室南迁，虽有偏安一隅的无奈，但或多或少为江南地区增加了政治筹码，使江南地区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优势。

此时，已成为江南重镇的苏州，各个领域发展水平均位于全国首列。在元代，苏州的发展虽受到了蒙古少数民族政策的负面影

响，但民间出现了一批自行发起的工商业组织，如粮船公所、机圣庙、吴郡机业公所等，不仅成为后来具有近代工商业气息的行

业商会的雏形，也大大刺激了消费型城市的形成，加速了苏州社会的城市化进程。 

明朝伊始，苏州的发展之路历经坎坷：先是在明初的统一过程中经济遭到了破坏，随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受着政治高

压。元末，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军纵横江浙一带，沉重打击了元朝统治者。后来，张士诚自封吴王，与朱元璋分庭抗礼。在经过十

个月左右的胶着战争后，张士诚战败。但朱元璋对其曾统治过的地区，如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仍有所忌惮，

因此这些地区遭受了朱明王朝的苛政。 

渡劫如此，苏州仍保持了城市活力与发展弹性，在明末成化年间得以复苏，并于清初达到最鼎盛的阶段。要注意的是，尽管

此时苏州的政治地位较高，但其城市空间结构完全不同于北方的核心城市北京。北京是以天子明堂（故宫）为中心逐层逐级向四

周延伸，而苏州的城市空间是以坊市为中心向各个方向扩张。前者象征着以君臣为中心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城市空间的具化，后者

的“膨胀”则是在工业、贸易等经济资本的驱动下进行的。 

二、苏州的城市形象 

高度发达的经济资本不仅带来了城市的地理空间扩张、孕育了早期的现代城市雏形，也使苏州逐渐具备了近代都市的基本

条件。在城市化进程中，苏州的近代民族工业强势崛起，催生了许多崭新的现代行业与职业，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城市经济链条—

—新兴服务业、交通业、出版业、娱乐业等一系列行业，经济空间快速拉伸拓展。由此，苏州的工商业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城

市化程度位居全国首位。但要明确的是，这种城市化并不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盛行的“摩登化”，而是一种“前现代化”。 

这一阶段虽也会发生现代化转型，但受封建帝国的社会属性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而呈现出本土化特质，表现为以下四

点：（1）转型以不改变农耕文明社会本质为前提；（2）此种类型的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物品的全能性交换；（3）以货币权威摧毁

权利体系而形成的“人人平等”的城市公民概念并未实现；（4）始终未曾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体系中。基于此，苏州等

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在本质上仍属于中国式古典城市，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型现代都市。当然，并不仅仅是苏州这一座城市

失去与世界接轨的机遇，整个中华民族都遗憾地与世界发展的浪潮错开了，最终不得不以一种痛苦的方式面对席卷全球的现代

化，而这是后话了。 

尽管如此，苏州展现出了萌芽中的工商文化试图摆脱农业文化的最大努力，为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夯实的物质基础，

也暗示了市民文化的来路与去路。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文化成为苏州城市文化形态中的主流，在各方面均表现出对市民

生活的热情讴歌、对享乐主义与时尚元素的极致追求。如在民俗上，外出游玩之风盛行，在各个时节均能看到达官贵人放舟游览

的身影。平常百姓也热衷于参与中秋歌会、重阳节赏菊登高等各项活动。 

在饮食上盛行“船菜”，即在泛舟载酒欣赏美景的同时品味美食。日常饮食中，无论正餐、小食，都要力求精美，且多铺张

浪费，“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酒而不知醉矣”。（〈清〉钱泳《登楼杂记》）至于宴请宾客，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达到了

“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的程度。在《武林旧事卷六》曾详细记载过一次菜肴多达 200 多种的盛大宴会。至于装食物的器皿

在当时也是极为考究的，明代末年“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架高”。 

在服饰上，苏州的棉制品与丝织品种类繁多且款式新颖，引领全国的时尚潮流，被称为“苏意”“苏样”（“吴样”）或

“苏式”。“衣则忽长忽短，袖则忽大忽小，冠则或低或昂，履则忽锐忽广。造作者以新式诱人，游荡者以巧治成习。”苏式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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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有时过于超前、奢靡，难免有“奇装异服”之嫌。褚人获曾编《吴下歌谣》反映苏州人穿衣的随意性与浮夸度：“苏州三件好

新闻，男儿著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一双三镶袜，两双高底鞋，倒要准两雪花银。” 

不妨将苏州的奢侈之风理解为一种“过为已甚”的精致生活态度。尽管并不可取，却在全国范围引领风尚。一时之间，苏州

在器物使用、妆容起居、日常饮食、书画古玩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引领者”之姿。王士性曾在《广志绎》中评价苏州人“善操

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写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这并非一种文学的夸张，而是当时繁盛

市民文化生活的风向标。 

关于此番景象，国外研究者曾评价道：“这个城市以享乐主义闻名。马丁·马丁尼(Martin Martini)在他的著作中认为，这

里对于酒色的享乐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层次，特别是在花船中，这些花船的奢华甚至是很多精美的豪宅难以相比的。”这种带有鲜

明享乐色彩的物化生活方式自然得益于苏州雄厚的城市经济实力支撑，却也是城中居民人生目标的真实演绎。以精明能干、开拓

求富著称的苏州人骨子里追求的是一种闲适安逸、体面考究的生活状态，经商与仕途仅仅是实现这一人生目标的手段。 

据清代文献记载，吴人“多闲情韵事，如饮酒则严觞政，试茶则斗茶具，手谈则讲弈谱，炉必求宣款，砚必贵端溪，图章必

求冻石，装潢卷轴必仿宣和，旁及种菊艺兰，能谙物性燥湿寒暖之宜”。可见，苏州的“雅”（雅致生活）、“俗”（享乐主义）

之趣在某种意义上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殷实的经济基础滋养了文化事业，丰富的文娱活动充盈了精神生活，反过来积极

促进物质生产，进一步建构出具备范例作用的城市模式和立体饱满的城市形象。 

三、市民文化的文学表现 

依附于雄厚的经济实力，苏州的市民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苏州的“雅”（雅致生活）、“俗”（享乐主义）之趣也集中

于市民文学中。质言之，因市民社会的崛起，小说、戏剧等新兴文学品种打破了旧有的以诗文为核心的经典文学秩序，生成了一

种巨大的民间力量。 

在文学社群中，才华横溢的“吴中四才子”之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虽考取功名之路坎坷，但其作品洒脱恣意，常透露出市

民情趣，如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对生命的留恋享受、对凡俗事物的热爱。他们被认为是“混迹于市井的下层文人群体”代表，尽

显吴地纵情欢娱的文化风尚。又如民国时期苏州通俗作家群体与南社群体，即便闯荡于都市上海，骨子里仍是有着“三楼情结”

（茶楼、酒楼、青楼）的乡邦文人，而非精英知识分子，其文化追求或明或隐地流露出对世俗生活的艳羡。 

又如“鸳鸯蝴蝶派”主编的期刊名称《游戏杂志》《游戏新报》《游戏世界》《香艳小品》《销魂语》《消闲月刊》《消闲钟》《消

遣杂志》，栏目名称“游戏文章”“岂有此理”“博君一粲”“天花乱坠”“瀛海奇闻”“袖里乾坤”“滑稽谱”等，皆体现出

一种游戏人生、娱乐至上的不严肃态度。但若辩证地来看——通俗作家群体的“娱情倾向”却也真实寄托了普通大众对世俗幸

福的强烈向往和美好愿景，具有慰藉心灵的正向暗示作用。 

文学创作上，如诗歌中的苏州：张继的《枫桥夜泊》、杜荀鹤的《送人游吴》、范仲淹的《观风楼》、苏子美的《过苏州》……

众多诗人中，白居易与苏州的渊源最深。他因曾担任过苏州刺史，留下了许多咏颂苏州的诗文，包括《城上夜宴》《登阊门闲望》

《客》……这些诗作的主旨各有不同，却都直观地展现了苏州的城市魅力，如提及苏州人民的雅闲生活、古都水城的美妙风光、

万家烟火的繁荣面貌，间接丰富了苏州的城市形象。文赋中的苏州同样市廛昌盛，如孙觌的《普明禅院记》、文徵明的《记震泽

钟灵寺崦西徐公》、王锜的《寓圃杂记》……历史上也有为苏州城单独立传的作品，包括吴均的《吴城赋》、莫旦的《苏州赋》等。 

地方志中的苏州——宋代的《中吴纪闻》、陆广微的《吴地记》、范成大的《吴郡志》、王謇的《宋平江成考坊》、孙代的《五

府分藩公署记》、嘉靖年间的《吴县志》、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童寯的《江南园林志》、顾颉刚的《苏州史志笔记》等资料，

详尽地记录了宋代到近代以来苏州的城市变迁和文化承袭。以上文献既包含大量的自然山水刻画，也涵盖丰富的人文掌故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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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此外，诗歌中的竹枝词（竹枝词是一种明快简练、小巧轻盈的诗体，具有活泼轻松、通俗易懂的特

质，广受市民大众的喜爱）亦成为极具市民化特色的城市文学风尚。 

清朝时期，苏州文坛涌现出大量吟咏风土的竹枝词作品。在现存的 1000余首诗中，大多以作者的所见所闻为主要内容，也

穿插着诸多岁时趣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州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风貌。戏剧与小说中的苏州市民文化同样丰富

斑斓，这些作品绘声绘色地展现了苏州的饮食之欲、声色之乐与市廛之盛。戏剧名家沈璟的《四异记》《巫举人痴心得妾》不仅

采用了大量的苏州方言俗语，所塑造的戏剧形象也多为下层市民，真实地还原了苏州社会的各个角落，展现了市民生活的人情百

态。 

小说《红楼梦》一开篇也写道：“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一二等

富贵风流之地”便是苏州，当贾府想要购置生活奢侈品时，便派人去往采购。此时的苏州不仅拥有种类繁多的生活用品，更有着

不计其数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是普通市民的采购胜地与望族的购物天堂。到了近现代，苏味十足的小说在文坛亦大受欢迎。 

延续传统小说一脉的有《孽冤镜》《霣玉怨》等通俗小说，既展现了商业性的现代都市与市民俗世精神的高度融合，也暗含

了经济中心从苏州到上海的时代变迁。在新文坛反响甚大的是叶圣陶，他的《潘先生在难中》传神地刻画了苏州城镇的小市民阶

层，披露其自私、猥琐、卑微等灰色特质。更难能可贵的是，叶圣陶融现实讽刺和风俗讽刺于一炉，一针见血却笔调持重，开启

了现代文学对市民社会的深刻批判之路。 

文学活动方面，苏州评弹最具代表性。评弹为评语与弹词的合称，苏州评弹即由苏州话说唱的评语和弹词。内容上或为金戈

铁马的历史演义和惩恶扬善的侠义事迹，或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妙趣横生的民间故事。语言上用苏州方言，主张通俗生动、

抑扬顿挫；叙事上娓娓道来，强调“关子书”（即卖关子、制造悬念来吸引听众）；表演上十分注重演员“说、唱、做、嚎”四

项基本功。苏州评弹以通俗的、轻松的方式突显了苏州市民文化的生动情形和苏州城市生活的别样乐趣，成为广大民众最乐于参

与的文艺形式之一。 

到了清朝乾隆时期，评弹的表演越发兴盛，在各大茶馆书场甚至是乡镇都流行开来。此外，吴地民歌与昆曲也是广大市民群

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前者多以情歌为主，内容多反映市民对真挚情感的热烈追求和对个人自由的强烈向往，间接展现了苏州

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市井风貌。 

冯梦龙曾采录宋元到明中叶流传于民间的大量民歌辑录为《山歌》《挂枝儿》，引起颇大反响。后者即苏州戏，以唱腔婉转、

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著称。明朝后期，在魏良辅等民间乐家的改革、文人的倡导、商人的赞助下，迅速流行于全国各

地，深受市民大众喜爱。此外，闺秀诗人——翁孺安、渔家女许兰的出现也彰显了苏州文化的包容度，即文风不限于士人阶层，

已下移至畎亩渔猎之家。 

四、结语 

作为商业都会闻名遐迩的苏州，凭借强劲的经济实力开创了以市民文化为主导的文化风尚。而在市民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文

化形态作用下，苏州的文学风貌呈现出“世俗”的基本价值取向。对苏州市民文化流变的梳理以及城市文化形象的勾勒并非简

单的史料整合，而是试图挖掘现象背后的城市文化性格。事实上，唯有对城市文化风习进行根性溯源、廓清其城市文化形态的

“来路”，即准确阐释苏州城市区域文化形态，才能使城市的区域特色有效地切入流动性的文学中，从而更精准地建构苏州区域

文学史，为城市区域文学研究注入新的血液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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